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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时空分异特征及其重要性
辨识

曹　 巍１，刘璐璐２，∗，吴　 丹３，黄　 麟１，∗

１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陆地表层格局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２ 成都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成都　 ６１０１０６

３ 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有利于在该区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为摸清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本

底，基于遥感数据，地理信息系统平台及生态评估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

生态功能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变化趋势，辨识其重要性，并对其变化驱动因素进行初探。 结果表明：（１）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草地、
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面积占比达到 ９９．８％。 （２）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及防风固沙极重要区的占比分

别为 １５．３％、１３．７％和 ２２．４％。 （３）整体呈现东部以水源涵养、中部以土壤保持、西部以防风固沙为核心生态功能的空间格局。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水源涵养功能量总体下降，但提升区域面积占比达 ８４．５％，极重要区呈现下降态势；土壤保持功能量总体提

升，年变化趋势为 ９８７ 万 ｔ ／ ａ，全区超过 ９５％的地区均呈上升趋势；防风固沙功能由于风速减小及植被覆盖度的降低，出现下降

态势，为－３５６ 万 ｔ ／ ａ。 （５）气候暖湿化以及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总体提升的主要原因，然而

草地退化态势尚未完全遏制，局部地区植被覆盖度仍有所下降。 为实现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严格保护和永续利用，需对其进

行统筹规划、科学布局，在科学把握生态系统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分区、分级对其进行生态保护和修复。
关键词：生态功能；时空变化；重要性分级；三江源国家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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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区是我国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其生态环境脆弱，在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

活动加剧的多重影响下，近几十年来生态系统持续退化［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可加强对三江源区生态

系统完整性、原始性的保护，重点解决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管理不到位等突出问题［２］。 三江源国家公

园的定位遵循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理念，以一级功能分区明确空间管控目标，以二级功能分区落实管

控措施［３］。 科学合理的功能分区有助于自然资源保护和平衡各方利益［４］，但目前体制试点区尚存在保护环

境类型不够全面、保护区域不连续等薄弱之处［５］。
目前，针对国家公园的研究多从体制建设［６］、制度创新、发展模式［７］、旅游开发［８］ 等角度开展，从生态角

度针对国家公园的评估相对较少［９］。 目前多以三江源区、自然保护区或单一流域为研究区，开展包括重要生

态功能指标如水源涵养［１０］、土壤保持［１１］、碳固定、生物多样性［１２］、植被覆盖度［１３］ 等物质量、价值量时空分布

状况，生态补偿机制研究［１４］，三江源生态工程的效益评估［１５］，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机理［１６］ 等方面的有益探

索。 从地理空间上看， 尽管三江源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叠较大， 但它们在环境条件上差异明显［５］。
资源评估是国家公园功能区划的重要方法之一［４］，目前多是针对某一年份的评估分析［４，１７］。 然而因降水

周期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变化，单一年份评估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能真实反应生态资源概况［１］。 建立国

家公园动态过程生态本底，即定量分析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前一段时长内该区生态功能基础状况及其时空变化

特征，对于支撑国家公园体制实施方案的管理决策，强化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指导该区生态保护的统筹规划、
科学布局、分区管控，明确后续环境影响评价和效益预估，后期进一步争取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探索

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生态评估模型等数据与方法，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及其功能状

况的空间分异特征，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功能时空变化趋势进行定量分析，厘清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本底状

况，辨识生态功能的重要性，可为科学划分国家公园管理分区、实行差异化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在构建我国国

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等方面具有科学和实践意义。

１　 数据与方法

１．１　 研究区概况

　 　 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黄河源园区、长江源园区、澜沧江源园区（图 １），总面积为 １２．３１ 万 ｋｍ２，占青海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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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区总面积的 ３１．１６％。 其中，黄河源园区位于果洛州玛多县境内，包括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
鄂陵湖和星星海 ２ 个自然保护分区，面积 １．９１ 万 ｋｍ２；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治多、曲
麻莱两县，包括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索加—曲麻河自然保护分区，面积

９．０３ 万 ｋｍ２；澜沧江源园区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包括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果宗木查、昂赛 ２ 个

自然保护分区，面积 １．３７ 万 ｋｍ２。

图 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地理位置、范围及其与自然保护区的空间关系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１．２　 数据收集与处理

生态系统类型：基于多源卫星遥感数据，经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几何精纠正等预处理后，判读解译获得土

地利用 ／覆被数据，在此基础上，生成森林、草地、水体与湿地、荒漠、聚落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数据。 遥感解译成

果精度达到 ９５％左右，满足研究需求［１８］。
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收集了 ＭＯＤＩ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 ＮＤＶＩ 时间序列数据产品（ＭＯＤ１３Ｑ１）。 该数

据空间分辨率为 ２５０ ｍ，时间分辨率为 １６ 天。 利用 Ｓａｖｉｔｚｋｙ—Ｇｏｌａｙ 滤波对长时间序列 ＮＤＶＩ 数据进行处理，
以去除云和大气等噪声的影响。

气象观测数据：来源于国家气象科学数据共享平台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的日值观测数据，主要包括日均风速、
风向、降水、温度、日照时数等。 采用 ＡＮＵＳＰＬＩＮＥ 对站点观测数据进行插值得到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的栅格

数据。
地形数据：ＳＲＴＭ（Ｓｈｕｔｔｌｅ Ｒａｄａ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ｉｓｓｉｏｎ，航天飞机雷达地形测绘任务）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

据（Ｖ４．１），空间分辨率为 ９０ ｍ，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国际科学数据镜像网站。
土壤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的 １：１００ 万中国土壤数据库，为空间矢量数据，主要

包括土壤类型、土壤颗粒含量、土壤有机质含量等属性。
１．３　 生态功能评估方法

１．３．１　 水源涵养

水源涵养量计算采用的是降水贮存量法，它通过生态系统的水文调节效应来衡量涵养水分的能力，具体

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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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Ａ×Ｊ×Ｒ （１）
Ｊ＝ Ｊ０×Ｋ （２）

Ｒ＝Ｒ０－ Ｒｇ （３）
式中，Ｑ 表示与裸地相比较，森林、草地、农田、荒漠等生态系统涵养水分的增加量（ｍ３）；Ａ 表示生态系统面积

（ｈｍ２）；Ｊ 表示计算区多年均产流降雨量（ｍｍ）；Ｊ０表示计算区多年均降雨总量（ｍｍ）；Ｒ０表示产流降雨条件下

裸地（或皆伐迹地）降雨径流率；Ｒｇ表示产流降雨条件下生态系统降雨径流率；Ｋ 表示计算区产流降雨量占降

雨总量的比例；Ｒ 表示与裸地（或皆伐迹地）相比，生态系统减少径流的效益系数。
在计算过程中，将 Ｋ 值利用实测日降水值、ＴＲＭＭ（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ｉｓｓｉｏｎ，热带降雨监测计

划）数据、多年均河川径流系数等，修正为 １ ｋｍ 分辨率的空间分布数据；森林 Ｒｇ通过文献收集得到；草地 Ｒｇ与

草地植被覆盖度建立关系，以得到其空间分布数据［１０］。
利用直门达、沱沱河、吉迈、唐乃亥水文站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 年的实测径流量数据，对 ４ 个流域估算结果进行相

关性验证，Ｒ２系数均超过 ０．６。
１．３．２　 土壤保持

土壤保持量为潜在土壤侵蚀量与真实土壤侵蚀量的差值，本研究土壤侵蚀量采用修正的通用土壤流失方

程（Ｒｅｖｉｓ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ｏｉｌ Ｌｏｓｓ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ＵＳＬＥ）计算。 具体公式如下：
Ａ真实 ＝ Ｒ×Ｋ×Ｌ×Ｓ×Ｃ×Ｐ （４）
Ａ潜在 ＝ Ｒ×Ｋ×Ｌ×Ｓ×Ｃ潜在 （５）

Ａ保持 ＝ Ａ潜在－ Ａ真实 （６）
式中，Ａ 为土壤侵蚀模数（ｔ ｈｍ－２ ａ－１）；Ｒ 为降雨侵蚀力因子（ＭＪ ｍｍ ｈｍ－２ ｈ－１ ａ－１）；Ｋ 为土壤可蚀性因子（ｔ ｈｍ２

ｈ ｈｍ－２ ＭＪ－１ ｍｍ－１）；Ｌ 为坡长因子，无量纲；Ｓ 为坡度因子，无量纲；Ｃ 为土地覆盖和管理因子，取值范围为 ０—
１，无量纲；Ｐ 为水土保持措施因子，取值范围为 ０—１，无量纲。

降雨侵蚀力因子采用章文波等［１９］提出的基于日降雨量估算半月降雨侵蚀力的方法计算。 土壤可蚀性因

子采用诺谟图［２０］模型计算。 坡度因子综合采用 ＲＵＳＬＥ 方程和刘宝元等［２１］ 的研究成果进行计算，当坡度小

于等于 １８％时，采用 ＲＵＳＬＥ 的计算公式；当坡度大于 １８％时，采用刘宝元等［２１］改进后的计算公式。 坡长因子

采用 ＲＵＳＬＥ 的计算公式。 覆盖和管理因子通过与植被覆盖度建立关系式［２２］ 进行计算。 水土保持措施因子

反映作物管理措施对土壤流失量的影响，结合前人研究成果［２３－２６］及三江源国家公园实地概况，根据三江源国

家公园土地利用数据，林地和草地取 １，水体与沼泽取 ０，居民地与建设用地取 ０，旱地取 ０．４，沙地与盐碱地

取 １。
通过搜集称多县及德念沟 ２ 个地面监测点的土壤侵蚀实测资料（２００６—２００９ 年）与本研究土壤侵蚀模拟

结果进行对比，Ｒ２系数达到 ０．６２。 利用沱沱河、吉迈以及直门达 ３ 个水文站 １９９６—２００４ 年 ５—１０ 月的逐日输

沙量数据对估算结果进行相关性验证，Ｒ２为 ０．８９［２７］。
１．３．３　 防风固沙

防风固沙量为潜在土壤风蚀量与真实土壤风蚀量的差值，土壤风蚀量采用修正的土壤风蚀方程（Ｒｅｖｉｓｅｄ
Ｗｉｎｄ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ＲＷＥＱ）计算。 具体公式如下：

ＳＬ＝Ｑｘ ／ ｘ （７）

Ｑｘ ＝Ｑｍａｘ １－ｅ（ｘ ／ ｓ） ２
[ ] （８）

Ｑｍａｘ ＝ １０９．８（ＷＦ·ＥＦ·ＳＣＦ·Ｋ′·ＣＯＧ） （９）
ｓ ＝ １５０．７１ （ＷＦ·ＥＦ·ＳＣＦ·Ｋ′·ＣＯＧ） －０．３７１１ （１０）

式中，ＳＬ 表示土壤风蚀模数，ｘ 表示地块长度，Ｑｘ表示地块长度 ｘ 处的沙通量（ｋｇ ／ ｍ）；Ｑｍａｘ表示风力的最大输

沙能力（ｋｇ ／ ｍ）；ｓ 表示关键地块长度（ｍ）；ＷＦ 表示气象因子；ＥＦ 表示土壤可蚀性因子；ＳＣＦ 表示土壤结皮因

子；Ｋ′表示土壤糙度因子；ＣＯＧ 表示植被因子，包括平铺、直立作物残留物和植被冠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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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盖因子利用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ｅｓｔｄｃ．ｗｅｓｔｇｉｓ．ａｃ．ｃｎ）下载的中国雪深长时间序列数据集

进行计算。 土壤可蚀性因子为土壤表层直径小于 ０．８４ ｍｍ 的颗粒的含量，利用 Ｆｒｙｅａｒ 等［２８］ 建立的方程进行

计算。 土壤结皮因子的计算过程中需利用实测数据将土壤质地资料进行转换。 土壤糙度因子取决于自由糙

度和定向糙度，采用滚轴式链条法来测定地表糙度。 植被因子用来确定植被残茬和生长植被的覆盖对土壤风

蚀的影响，利用照片法定点进行实地观测与计算。
根据文献收集地面测定的不同地区的风蚀模数结果对本估算结果进行验证，结果尚好［２９⁃３０］。

１．４　 数据分析

１．４．１　 变化趋势分析方法

采用最小二乘法分析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等功能，及植被覆盖度、气象要素的年际

变化趋势：

Ｓ ＝
∑

ｎ

ｉ ＝ １
ｍｉ Ｘ ｉ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ｍｉ∑

ｎ

ｉ ＝ １
Ｘ ｉ

∑
ｎ

ｉ ＝ １
ｍ２

ｉ － １
ｎ

（∑
ｎ

ｉ ＝ １
ｍｉ）

２
（１１）

式中，Ｓ 为变化斜率，Ｘ ｉ为水源涵养、土壤保持以及防风固沙等功能及植被覆盖度、气象要素，ｉ ＝ １，２，３，…，ｎ，
ｍｉ为年份序数，ｍ１ ＝ １，ｍ２ ＝ ２，ｍ３ ＝ ３，…，ｍｎ ＝ ｎ。
１．４．２　 生态功能重要性辨识方法

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 ［３１］中关于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分级方法，分别对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和防风固沙功能值进行从高到底的排序并累加，将累加功能量值占生态功能总值比

例的 ５０％与 ８０％所对应的值，作为生态功能评估分级的分界点，以此将生态功能重要性分为 ３ 级，即极重要、
重要和一般重要 ３ 个等级。 分级结果中，极重要区累积功能值占功能总值的 ５０％，重要区累积功能值占比为

３０％，一般重要区累积功能值占比为 ２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格局

三江源国家公园以草地、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图 ２），面积分别为 ６．９×１０４、４．３４×１０４和 １．０４×
１０４ ｋｍ２，分别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５６．２％、３５．２％和 ８．４％；森林及聚落生态系统分别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０．
１６％、０．００４％。 其中：

长江源园区以草地与荒漠生态系统为主，分别占长江源园区面积的 ４８．０％和 ４３．２％。 草地主要分布在该

园区东南部，荒漠主要分布在该园区西北部，园区内还分布着大量的湖泊与湿地，面积约占园区面积的 ８．８％，
占三江源国家公园水体与湿地面积的 ７６．７％（图 ２）。

黄河源园区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面积约占该园区面积的 ７２．５％；其次是荒漠生态系统，约占该园区面积

的 １７．８％；园区内同样分布着以扎陵湖与鄂陵湖为代表的众多高原湖泊以及湿地生态系统，面积约占国家公

园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的 １７．３％（图 ２）。
澜沧江源园区的草地生态系统的面积占比最高，为 ８８．１％，其次是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面积占比

均不足 １０％。 该园区南部分布少量森林生态系统，面积约占国家公园森林生态系统的 ６３．８％；聚落生态系统

约占国家公园聚落面积的 ４１．５％（图 ２）。
２．２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及其重要性空间格局

２．２．１　 水源涵养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约为 ６５．４×１０８ｍ３，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为 ６．４ 万

ｍ３ ／ ｋｍ２，呈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格局（图 ３）。 从水源涵养总量来看，长江源园区最大，为 ３３．３×１０８ｍ３，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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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三江源国家公园各分园区不同生态系统类型面积及占比

Ｆｉｇ．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黄河源园区，为 ２１．２×１０８ｍ３，澜沧江涵养水量为 １０．９×１０８ｍ３；从单位面积量来看，黄河源园区最高，为 １１．９ 万

ｍ３ ／ ｋｍ２，其次是澜沧江源园区，为 ８．０ 万 ｍ３ ／ ｋｍ２，长江源园区为 ５．２ 万 ｍ３ ／ ｋｍ２（图 ３）。

图 ３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空间分布和各园区水源涵养量及单位面积量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 ａｒｅ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一般重要区面积占比为 ７４．６％，主要分布于全区的西北部，其
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７４％，其次为黄河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６％，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０％；
重要区面积占比 １０．１％，主要分布于全区中部，其中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４５％，其次为长江源园区，
面积占比为 ３６％，黄河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８％；极重要区面积占比 １５．３％，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园区中部、南部，
黄河源园区中部，澜沧江源园区北部和南部，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５２％，其次为黄河源园区，面
积占比为 ３４％，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４％（图 ４）。
２．２．２　 土壤保持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多年平均土壤保持量约为 １．５２×１０８ ｔ，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为 １３．５ ｔ ／

ｈｍ２，呈中部高西北部低的空间格局（图 ５）。 从土壤保持总量来看，长江源园区最大，为 １．０１×１０８ ｔ，其次是澜

沧江源园区，为 ０．３５×１０８ ｔ，黄河源园区保持土壤量为 ０．１６×１０８ ｔ；从单位面积量来看，澜沧江源园区最高，为

２６．４ ｔ ／ ｈｍ２，其次是长江源园区，为 １２．３ ｔ ／ ｈｍ２，黄河源园区为 ９．２ ｔ ／ ｈｍ２（图 ５）。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一般重要区面积占比为 ７３．５％，主要分布于西北部，其中长江

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７５％，其次为黄河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７％，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８％；重要区面

积占比为 １２．８％，主要分布于中部，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６９％，其次为黄河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６％，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５％；极重要区面积占比 １３．７％，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园区中东部，澜沧江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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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重要性分级及各园区面积占比概况

Ｆｉｇ． 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图 ５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土壤保持功能空间分布和各园区土壤保持量及单位面积量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 ａｒｅ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区南部，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６７％，其次为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２６％，黄河源园区面积占

比为 ８％（图 ６）。
２．２．３　 防风固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多年平均防风固沙量约为 ４．８０×１０８ ｔ，单位面积防风固沙量为 ４２．６ ｔ ／
ｈｍ２，呈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图 ７）。 从防风固沙总量来看，长江源园区最大，为 ４．３７×１０８ ｔ，其次是澜沧江源

园区，为 ０．３６×１０８ ｔ，黄河源园区防风固沙总量为 ０．０７×１０８ ｔ；从单位面积量来看，长江源园区最高，为 ５３．１ ｔ ／
ｈｍ２，其次是澜沧江源园区，为 ２７．０ ｔ ／ ｈｍ２，黄河源园区为 ４．１ ｔ ／ ｈｍ２（图 ７）。

三江源国家公园区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一般重要区面积占比为 ５３．０％，主要分布于黄河源园区、澜沧

江源园区南部以及长江源园区中北部，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５５％，其次为黄河源园区，面积占比

为 ２９％，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６％；重要区面积占比 ２４．６％，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园区南部及澜沧江源园区

北部，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８７％，其次为澜沧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３％，黄河源园区无；极重要

区面积占比 ２２．４％，主要分布于长江源园区中西部地区，其中长江源园区面积占比最大，为 ９９％，其次为澜沧

江源园区，面积占比为 １％，黄河源园区无（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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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壤保持重要性分级及各园区面积占比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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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图 ７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功能空间分布和各园区防风固沙量及单位面积量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ｓ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ｄ ｐｅｒ ａｒｅ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图 ８　 三江源国家公园防风固沙重要性分级及各园区面积占比概况

Ｆｉｇ．８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ｓ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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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４　 生态功能重要性总体评价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约占全区面积的 ５１．４％，其中水源涵养极重要区主要位于东部，土壤

保持极重要区主要位于中部，防风固沙极重要区主要位于西部（图 ９）。
从不同生态功能极重要区能力来看，黄河源园区的水源涵养极重要区能力最强，为 ３５．９ 万 ｍ３ ／ ｋｍ２；澜沧

江园区的土壤保持极重要区能力最强，为 ６８．４ ｔ ／ ｈｍ２；长江源园区的防风固沙极重要区能力最强，为 ９５．１ ｔ ／
ｈｍ２（图 １０）。

分园区来看，黄河源园区中，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约占该分区面积的 ３２．９％，其中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在该区

面积占比最高，为 ２６．０％，因此该分区核心生态功能为水源涵养；澜沧江源园区中，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约占该

分区面积的 ４５．６％，其中土壤保持极重要区在该区面积占比最高，为 ２９．９％，因此该分区核心生态功能为土壤

保持；长江源园区中，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约占该分区面积的 ５４．１％，其中防风固沙极重要区在该区面积占比最

高，为 ３０．５％，因此该分区核心生态功能为防风固沙（图 １０）。
由此，三江源国家公园形成了东部以水源涵养、中部以土壤保持、西部以防风固沙为核心生态功能的空间

格局。

图 ９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空间分布

Ｆｉｇ．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ｔ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变化态势

２．３．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水源涵养功能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量呈波动下降态势，年变化趋势约为－０．５６×１０８ｍ３ ／ ａ，单位面积

水源涵养量变化趋势约为－６１７ ｍ３ ｋｍ－２ ａ－１（图 １１）。 其中，黄河源园区变化趋势有所上升，约为 ７８ ｍ３ ｋｍ－２

ａ－１，长江源园区和澜沧江源园区均有所下降，分别为－６７１ ｍ３ ｋｍ－２ ａ－１和－１２２９ ｍ３ ｋｍ－２ ａ－１。 极重要区单位面

积水源涵养量的平均变化趋势明显下降，约为－５０６７ ｍ３ ｋｍ－２ ａ－１，一般重要区和重要区有所上升。
从不同变化态势的分布来看，国家公园水源涵养功能主要呈转好态势，约有 ８４．５％的地区水源涵养量呈

上升趋势，仅有 １４．６％的地区呈下降趋势，３ 个源区水源涵养量增加的地区也均超过各源区面积的 ８０％，但因

升幅不高，导致全区年均水源涵养总量呈下降趋势。 极重要区水源涵养量增加的地区超过其面积的 ５３．８％，
减少区域占 ４５．４％，一般重要区和重要区均以增加为主（图 １１）。
２．３．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土壤保持功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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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各园区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单位面积功能量及面积占比

Ｆｉｇ．１０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ｅ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ｐａｒｋ

图 １１　 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功能变化态势时空分布概况

Ｆｉｇ．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壤保持量呈波动上升态势，年变化趋势约为 ９８７ 万 ｔ ／ ａ，单位面积土壤

保持量变化趋势约为 ０．８８ ｔ ｈｍ－２ ａ－１（图 １２）。 其中，澜沧江源园区的变化趋势最大，约为 ２．５２ ｔ ｈｍ－２ ａ－１，长江

源园区与黄河源园区相当，分别为 ０．６９ ｔ ｈｍ－２ ａ－１和 ０．５０ ｔ ｈｍ－２ ａ－１。 极重要区单位面积土壤保持量的平均变

化趋势明显上升，约为 ３．６９ ｔ ｈｍ－２ ａ－１，一般重要区和重要区也有所上升。
全区超过 ９５％的地区土壤保持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长江源园区 ９４．４％的区域呈上升趋势，黄河源园区

及澜沧江源园区分别达到 ９８．６％及 ９９．５％。 极重要区土壤保持量增加的地区占其总面积的 ９７．３％，一般重要

区和重要区也均以增加为主（图 １２）。
２．３．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防风固沙功能变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防风固沙量呈波动下降态势，年变化趋势约为－３５６ 万 ｔ ／ ａ，单位面积防风

固沙量呈波动变化态势，变化趋势约为－０．３２ ｔ ｈｍ－２ ａ－１（图 １３）。 其中，长江源园区和黄河源园区均有所下降，
变化趋势均为－０．３６ ｔ ｈｍ－２ ａ－１，澜沧江源园区基本不变。 极重要区单位面积防风固沙量的平均变化呈下降趋

势，约为－１．４１ ｔ ｈｍ－２ ａ－１，一般重要区有些许下降，重要区有所上升。
全区 ３９．３％的地区防风固沙量有所上升，５６．０％的地区则出现了下降。 下降幅度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

长江源园区西部以及黄河源园区东部。 长江源园区出现上升和下降的区域面积相当，分别为 ４５．２％和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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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三江源国家公园土壤保持功能变化态势时空分布概况

Ｆｉｇ．１２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ｏｉ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图 １３　 三江源国家公园防风固沙功能变化态势时空分布概况

Ｆｉｇ．１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ｗｉ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ｓａｎ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而黄河源园区下降的区域超过了 ９０％。 极重要区防风固沙量增加的地区占其面积的 ３５．３％；重要区以增

加为主，增加区域占其面积的 ５６．８％；一般重要区以减少为主，减少区域占其面积的 ５８．６％（图 １３）。
２．４　 驱动因素初探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温度及降水量分别以 ０．０５℃ ／ ａ 和 ２．１０ ｍｍ ／ ａ 的变化趋势波动上升，其
中，黄河源园区增加最快，分别为 ０．０５３℃ ／ ａ 和 ５．２６ ｍｍ ／ ａ，其次是长江源园区，分别为 ０．０５３℃ ／ ａ 和 １．５６ ｍｍ ／
ａ，澜沧江源园区的温度及降水增加趋势不显著，分别为 ０．０３９℃ ／ ａ 和 １．４０ ｍｍ ／ ａ（图 １４）。 气候暖湿化有助于

植被返青期提前、生长期延长，进而提高植被覆盖度［３２］。 此外，三江源区实施了大量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至
２０１２ 年累计完成退牧还草 ６３１．２２ 万 ｈｍ２，封山育林 ４２．３４ 万 ｈｍ２，治理黑土滩 １８．４６ 万 ｈｍ２，治理沙漠化土地

４．４１ 万 ｈｍ２，草原鼠害防治面积 ７８５．４１ 万 ｈｍ２［１］。 在暖湿化气候与生态工程的共同作用下，三江源国家公园

草地退化趋势有所遏制，森林面积、郁闭度、蓄积量有所增加，草地退化态势基本遏制［１］，区域内生态系统状

况得到较明显改善。 过去 １５ 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植被覆盖度呈波动上升趋势，为 １．５５％ ／ １０ａ，其中，黄河源

园区植被覆盖度上升趋势最明显，为 ２．２９％ ／ １０ａ，其次是长江源园区，为 １．５８％ ／ １０ａ，澜沧江源园区仅 ０．４９％ ／
１０ａ（图 １４）。 综上，水源涵养及土壤保持功能主要呈转好态势。

防风固沙功能的下降主要由风速的减小及植被覆盖度的局部降低造成。 过去 １５ 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

风速总体以－０．０１ ｍ ／ ｓ ／ １０ａ 的趋势波动下降，黄河源园区下降最明显，为－０．１１ ｍ ／ ｓ ／ １０ａ，其次是长江源园区，
为－０．００７ ｍ ／ ｓ ／ １０ａ，澜沧江源园区平均风速呈上升趋势，为 ０．１１ ｍ ／ ｓ ／ １０ａ（图 １４）。 风速降低会造成潜在土壤

风蚀量减少，进而有可能造成防风固沙量的降低。 同时，通过植被覆盖度及防风固沙量空间变率数据的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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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防风固沙量的降低主要发生在植被覆盖度降低的区域，尤其在长江源园区的西北区域最为明显。

图 １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降雨、气温、植被覆盖度、风速变化趋势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ｗｉｎｄ ｓｐｅ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５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ｒｉｖｅｒ⁃ｓｏｕｒｃ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　 讨论

生态功能极重要区对于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功能的发挥具有重大意义。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间，三江源国家

公园生态功能虽整体呈现好转态势，但防风固沙功能及极重要区水源涵养功能呈明显下降趋势。 草地退化态

势尚未完全遏制，局部地区植被覆盖度仍有所下降，而且植被根系层的恢复极其缓慢，尤其在气候条件相对较

差的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加强退化草地的修复。 Ｌｉｕ 等［１３］预测，由于气温上升趋势显著高于降水，随着气温的

进一步升高，潜在蒸散量将随之增加，三江源区暖湿化趋势将有所减弱［３３］，促使其呈现暖干化趋势，进而抑制

植被的生长。
在黄河源园区，尽管植被覆盖度上升趋势明显，但其好转仅表现在长势上，群落结构并未发生好转［１５］；在

长江源园区，西北区域植被覆盖度存在大面积的降低，同时温度的升高会造成冰川、永久积雪和冻土加速融

化，一旦打破该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状态，将会严重威胁其生态安全；在澜沧江源园区，气候暖湿化趋势并不

明显，同时植被覆盖度增速缓慢，生态系统未见明显好转。 因此，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目标的实现仍任重

道远。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围绕高寒地区生态系统服务维持机理与提升技术中的关键科学问题，以生态系统服

务提升、水土资源协调利用为主线，通过生态系统格局—过程—服务的有机结合，更加深入研究高寒地区生态

系统服务形成过程、人为与自然驱动机制，为三江源国家公园山水林田湖草重要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的永

续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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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

本文分析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及其功能状况的时空分异特征，追溯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生态功

能时空变化趋势，进行生态功能重要性辨识，有助于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生态本底、科学划分管理分区与分

级。 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１）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类型以草地、荒漠、水体与湿地生态系统为主。 其中，长江源园区以草地与

荒漠生态系统为主；黄河源园区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澜沧江源园区以草地生态系统为主，同时该园区南部分

布少量森林生态系统。
（２）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呈现西北低、东南高的空间分布态势，其中黄河源园区单位面积量最高，其次

是澜沧江源园区，长江源园区最低；土壤保持功能呈现中部高、西北部低的分布态势，其中澜沧江源园区单位

面积量最高，其次是长江源园区，黄河源园区最低；防风固沙功能呈现西部高、东部低的分布态势，其中长江源

园区单位面积量最高，其次是澜沧江源园区，黄河源园区最低。
（３）三江源国家公园形成了东部以水源涵养、中部以土壤保持、西部以防风固沙为核心生态功能的空间

格局，其中黄河源园区以水源涵养为主，水源涵养极重要区在该区面积占比为 ２６．０％；澜沧江源园区以土壤保

持为主，土壤保持极重要区在该区面积占比为 ２９．９％；长江源园区以防风固沙为主，防风固沙极重要区在该区

面积占比为 ３０．５％。
（４）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功能从量上看呈下降趋势，年变化趋势约为－０．５６

×１０８ｍ３ ／ ａ，但从变化态势的空间分布来看，提升区的面积占比达到 ８４．５％，总体提升，极重要区呈现下降态势；
土壤保持功能总体提升，年变化趋势为 ９８７ 万 ｔ ／ ａ，转好区面积超过 ９５％；防风固沙功能则出现下降态势，年变

化趋势为－３５６ 万 ｔ ／ ａ，仅 ３９．３％的地区防风固沙量有所上升。
（５）气候暖湿化以及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及土壤保持功能

呈现转好态势的主要原因。 防风固沙功能的下降主要由风速的减小及植被覆盖度的局部降低造成。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规划建设，应遵循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理念，依照各分园区生态系统特点、核

心生态功能类型及其重要性分级分布，分区施策，因地制宜。 在黄河源园区，应以草地及湿地的保护为主，采
取以禁牧、围栏封育为主的自然修复措施。 在长江源园区，除草地外，还应注重雪山、冰川及荒漠的保护，严格

限制冰川雪山周边的人类生产经营活动。 在澜沧江源园区，除草地外，还应以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为主，应以

公益林补偿、封山育林等综合保护措施为主。 最后，在加强保护力度的基础上，需要加强生态工程的管理利

用，充分发挥广大农牧民群众生态保护的主体作用，尽快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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